
专题序言

设计管理（Design Management）跨设计学与管理学两个学科。深究两个学科的基本问题、聚焦两

个学科间的连接点，其共性便得以显现：设计学与管理学的本质都是对人的研究，都是对人的心理、行

为、社会关系构建及其经济、文化价值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初期，研究者率先在工业经济领域展开对“设计管理”的讨论，如《煤矿设计》（现《煤炭

工程》）、《机械工厂设计》（现《工程建设与设计》）、《标准设计简报》、《铁道标准设计通讯》（现《铁道标准

设计》）等刊物刊发的相关成果；1990年代，建筑设计管理（如《建筑设计管理》期刊的创建）、产品设计

管理（以台湾学者邓成连为代表）等提法陆续出现；2002年前后，我国高校研究者开始关注、译介国际

设计研究领域达成共识的“设计管理”概念，并构建相关课程体系、人才培养体系。20年过去，中国设

计管理教学与研究的视野与边界不断扩展，并逐渐触碰国家创新发展战略、创新设计的重大、重点项

目，为设计学学科带来更多元的公共议题与更成熟的思维工具。

本次专题题目为“设计管理的理论扩展与实践创新”，几位作者分别在产品设计、服务设计、设计管

理教学及相关基础理论研究领域深耕多年，尝试对设计政策、情境设计、社会设计、元设计、未来设计等

关键词展开讨论，从知识梳理、理论构建、实践探索等维度考察“设计管理学”的当代表现及未来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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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政策研究导论：概念史、问题域、理论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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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中外设计政策研究现有成果看，一方面，国外的研究侧重于效用（案例研究），较少涉及理论分析；另一方面，中国的研

究处于对国外研究成果的消化阶段，基础理论建设工作也刚刚起步。在此背景下，论文简要介绍了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点

项目“中外设计政策与国家设计促进机构研究”项目组开展研究工作的一些构想，并尝试借助“概念史”“问题域”等理论工具，

初步论证设计政策研究是何（What）、为何（Why）、如何（How），初步探索研究的微观结构，为其确立理论探讨的基本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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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to Design Policy Research: Conceptual History,
Problem Domain, and Theoretical Framework
XIONG Yi
School of Design, Nanjing University of the Arts, Nanjing 210013,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existing results, on the one hand, foreign research focuses on utility (case studies), less involved in theoretical

analysis; on the other hand, China's design policy research is in the digestion stage of foreign research results, and the basic theory

construction has just started. In this context, this paper introduces some ideas of the design policy research carried out by the team of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Art Key Project of China "Research on Chinese and Foreign Design Policies and National

Design Promotion Institutions" (2018). This paper also attempts to use theoretical tools such as "conceptual history" and "problem

domain" to initially demonstrate the What, Why and How of design policy research, and to initially explore the microstructure of

design policy research, so as to establish the basic clues for theoretical discussion of design policy.

Key words: Design Policy; policy science; public issues; dilemma

设计政策研究位于设计科学与政策科学的交叉领

域，既包含国家设计战略、设计制度等顶层设计，也触

及设计产业、设计行业、设计专业等实体机构研究，兼

具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的价值。将“政策”“机构”并置

研究，可以获得更完整、更具体的文本印象与事实判断。

但是这并不是研究的全部。如果认为设计政策只

是与国家竞争力发生关系，既忽视了设计科学在“定义

人”“塑造人”层面的潜在作用，也轻视了政策科学在设

计教育、设计伦理、可持续设计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

无论是规则制定还是机构运作，其前景、背景都是

人。因此，对政策受益者、发起者、决策者的分析也应

成为研究的重点甚至立足点。本研究建立的前提是以

政策研究视角，关注“具体而微”的人、物、自然及其相

互关系联结而成的事实。在这一前提下，可以说，设计

收稿日期：2022-08-1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18AG006）；江苏省高等教育教改研究课题（2021JSJG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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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研究的根本任务是描述及反思人类生存与生活困

境，通过政策分层分级研究改善决策机制，进而改善人

类与人造物、自然界的共处模式。

一、设计政策概念的提出与接受

概念史是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历史学研究的一种

倾向：“关注的问题既包括哪些体验与实情被带入到概

念中，又包括这些体验或实情是如何被概念化的。在

这一意义上，概念史斡旋于语言史与事件史之间。它

的任务之一就是分析历史进程中所产生的概念与实情

之间关系的一致性、偏移性或差异性”[1]。概念史与观

念史、话语史相关研究思路如“期待概念”“动态概念”

等，帮助研究者建立历史思维，思考设计政策相关概

念、研究语境的变迁。

首先，作为一个发展的概念，设计政策的提出与设

计管理（Design Management）概念的出现有关。1944

年，为了确立优良设计（Good Design）标准、提升国家设

计竞争力，英国政府倡议，成立政府落实设计政策的权

威机构，工业设计委员会（Council of Industrial Design）

由此诞生。工业设计委员会于 1949 年创办《设计》杂

志（Design），1956 年增设伦敦设计中心（Design Centre

in London），1972 年 正 式 定 名 设 计 委 员 会（Design

Council），明确提出其宗旨是“通过优秀设计提升英国

竞争力”。其间，1965年，英国设计师在《设计》杂志正

式定义并推广了设计管理的概念，优良设计、消费文化

与设计管理的关系得以确立。在此背景下，英国率先

在国家层面探讨创意产业，推行设计政策，由设计委员

会针对设计与需求的问题进行系统调查，形成报告，政

府根据调查报告的结果，从教育、产业、设计三方面进

行政策上的导向与调整，其中最著名的有《考克斯报

告》（Cox Review of Creativity in Business: building on

the UK’s Strengths，2005），这份报告提交 3 年后成为

中国研究者解读“国际信号”的重要文本。[2]

其次，作为一个被明确界定且被广泛讨论的概念，

设计政策的提出与一次国际会议有关。1982年，由英国

设计委员会、英国皇家艺术学院（Royal College of

Art）、英国设计研究协会（Design Research Society）共同

组织“国际设计政策研讨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esign Policy），首次将“设计政策”作为学术研究对象。

时任首相的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Hilda Thatcher）亲

自为这一学术活动撰写前言。1984年，英国设计委员

会出版 6 卷本《国际设计政策研讨会论文集》（Design

policy: The Proceedings of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esign Policy）（见图 1），刊发会议论文 116篇，标志

着国际设计政策研究的正式开展。布鲁斯·阿彻

（Bruce Archer）分析了设计政策研究的“问题”：“设计

政策倾向于将普遍性、解释性、社会性问题作为其特定

的问题，这些问题产生于设计活动中的判断力、创造

力、生产力与特定愿望。”①从“普遍性”看，设计政策研

究属于宏观研究，但“特定愿望”又存在于微观生活

中。组委会将“设计政策”作为研讨主题，主要立足于

政策决策与设计的关系，并首先提出设计的伦理问题：

“会议应该设法广泛关注国际社会感兴趣的议题。人

们对全球问题的批判意识逐渐加强，自然资源、能源供

应、污染与贫富差距等问题致使更广泛的读者对过去

10 年设计研究曾经关注的问题感兴趣，对我们影响、

控制环境的——包括自然的与技术——政策决策与设

计过程的理解及关注正持续增强。”[3]会议的目标“是

①关于此次会议，国内学者研究不多，仅有《英国设计委员会政策影响力初探》（刘爽，2008）一文提及此次会议，对《会议记录》“引言”部分内容

进行了分析，并提及 6组议题。无论是设计管理的提出，还是设计政策的提出，英国设计委员会都发挥了重要作用。2019年 9月，本文作者在

伦敦访问了英国设计委员会，接待者为办公室负责人 Daniel Booth，当他得知中国有不少研究者在关注他们的工作，感到很吃惊。从他的介绍

中可以得知，设计委员会确实很重要，但它不是一个标签，而是由各种具体的工作组成的，有很多有价值的历史细节，委员会现有的工作团队

也在重新梳理档案，也非常希望不同国家的学者共同研究设计委员会的价值，思考设计促进机构的当代价值。

图1 1982国际设计政策研讨会关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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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设计研究、设计教育、设计哲学与设计实践的方

向，评估与工业、政府、教育、社会发展相关的设计研发

项目的可能性与潜力。”[3]组委会认为这个目标在会议

中已经逐一实现。20世纪 80年代早期，也是西方政策

科学（Policy Science）发展日趋成熟的时期：“每一学科

都有自己独特的政策小生境。在政策研究的跨学科领

域，每一学科都迫切期待在研究基金分配表中占有一

席之地。”[4]这一时期设计政策概念的正式提出与全球

范围的大讨论，反映了西方设计研究与政策研究的同

步性。

中国设计学将设计政策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始

于中央美术学院许平创建的设计文化与政策研究所

（2005 年），其创建机缘可追溯至 2001—2002 年，澳大

利亚设计管理研究专家让·纽曼（Ron Newman）两次在

中国举办的国际设计管理课程培训班（2002 年第二次

培训由中央美术学院主办，事实上，中国高校设计管理

教育教学与中国企业设计管理的出现，均与这两次培

训有关）。此外，清华大学柳冠中对国家设计战略、设

计创新机制的研究，同济大学娄永琪对创新设计的研

究等，为设计政策相关研究提供了良好的讨论背景②。

2008年前后，以“设计政策”“设计制度”“设计机构（组

织）”为关键词的学位论文陆续出现，受研究体量与作

者实践经验限制，关注内容主要为“结果”“价值”，对

“动机”“方法”及“辐射群体”“决策群体”较少关注，对

设计政策、设计机构的介绍多，理论分析相对较少；其

他显性成果主要集中于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各课

题组发起的讨论及形成的阶段成果③，包括少量博士学

位论文[5-6]；另有学者解读了“意见”“纲要”等带有政策

意味的文本，相较于硕士学位论文，这类成果对顶层设

计的分析更为深刻 [7-8]。值得关注的是，由《装饰》杂志

于 2014 年组织的专题研究“设计管理”和 2020 年组织

的专题研究“设计政策”，提供了多种类型的研究成果，

并触及国外相关研究前沿（见图 2）。④

总体而言，到目前为止，中外研究者基本以概念接

受者的身份研究设计政策，对设计政策“有何”（事实判

断）有所关注，初步形成研究范式，但尚未超越 1982年

国际设计政策研讨会的讨论范畴，仍停留在“设计的政

策研究”层面。本文尝试通过梳理设计政策研究的问

②除了前文提及的《英国设计委员会政策影响力初探》，还有《国家层面的设计推动——二十一世纪以来的芬兰设计发展研究》（罗颖，中央美

术学院，2010）、《设计政策与国家竞争力研究》（农丽媚，清华大学，2013）、《国家创新设计政策与策略比较研究》（贺薇，南京理工大学，2016）、

《我国工业设计产业转型发展的公共政策研究》（林卿，东南大学，2016）、《设计产业政策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及其案例研究》（王丹，上海交通

大学，2016）、《我国华东地区工业设计政策研究》（戴卓，东南大学，2016）、《国家设计系统建构视角下的设计政策比较研究》（徐晓冬，山东工艺

美术学院，2020）、《基于文本分析的武汉设计之都政策优化研究》（王星星，华中师范大学，2020）、《从政策执行到资源整合——英国设计委员

会的职能转变》（袁梦，南京艺术学院，2020）、《（MO）政策引导下的产业社区设计策略研究——以济南国棉一厂为例》（刘辰，山东建筑大学，

2022）等。

③从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立项情况看，现有研究成果主要来自于重大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国家设计政策研究”（2020）、重点项目

“中外设计政策与国家设计促进机构研究”（2018）、一般项目“中国欧盟设计政策比较研究”（2019），此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

“设计政策驱动经济变革——芬兰的启示与借鉴”（2015）、江南大学产品创意与文化研究基地一般项目“华东地区设计政策研究”（2014）也分

别补充了中外设计政策研究的内容。

④“设计政策”专题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国家设计政策领域新问题的比较研究》，从两位作者提供的数据分析看，大部分议题在国际设计政策

研讨会已被广泛讨论，从数量看，英国设计委员会仍然持续贡献着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而《超越文本：设计政策在美国的挫折与设计角色重

构》（王胜利，四川美术学院）则是目前为数不多对国外设计政策进行结构性反思的研究。

图2 设计政策在时间轴上的主题和主题与作者的对应关系[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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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域，借助社会学、经济学、政策科学研究领域的若干

主张，思考“为何”“如何”，从价值判断层面补充论证

“概念与实情之间关系的一致性、偏移性或差异性”。

二、设计政策研究的问题域

个人困扰就是公共议题[10]⑤

——C·赖特·米尔斯，1959年

关于人类事务的所有核心信念都源于个人的困境[11]

——以赛亚·柏林，1968年

本研究尝试追问设计政策研究的最小单位——个

人及其日常生活，由最小单位出发，思考典型案例与非

典型案例中的个人困扰及其对应的公共议题，在此基

础上，进一步思考“议题”“议题的集合”与政策的关系，

通过国家议题、地方议题、个人议题三个层面的互动建

立问题线索。一般而言，政策制定与社会发展需求密

切相关，此处的社会发展需求，包含了个人的发展、群

体的发展、行政区域的发展等，以往的研究较少以个人

的需求为切入点，通常以经济发展、技术发展、文化发

展等作为研究对象，侧重整体研究。从这一点看，个人

及其日常生活既是一体的，又存在物我分离的可能，日

常生活研究为人们建立了理解个人的路径：其对无名

史、下层社会史、小人物的复杂呈现与宏大主题下对国

家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研究的抽象表达是相互补充

的关系。

那么，个人是否具有政策研究的价值？这一问题

的指向其实是：究竟是哪些问题成为了设计政策研究

的问题，导致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又是什么？本文希

望建立思考的“问题链”，追问问题背后的问题、问题相

关的问题，形成对小问题的敏感，对大问题的驾驭，初

步提取研究者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域”（见图 3）。

设计政策研究的问题域包含了个人的研究、设计

的公共性研究、设计的现代性研究。首先值得思考的

是“个人是否具有意义”？米尔斯所言“个人困扰就是

公共议题”提供了思考维度。从根本上说，政策研究就

是理解“困境”，并预见“损失”。因此，本研究在案例研

究方面更关注小样本，包括一个人的样本，观察“困扰”

“困境”的多种表现。个人样本存在不同性质，有被社

会完全边缘化的个人，如“无缘社会”中“无缘死”的独

居者，也有位于权力中心的个人，如致力于推行“优良

设计”的撒切尔。对不同个人样本的采集，其实构成了

具有一定复杂性与矛盾性的微观群体，每个人均指向

一个议题，议题之间有重合关系，有对立关系，也有共

生关系。每个样本关联一个群体，样本本身既有特殊

性，又有代表性，这些样本最终将与现有研究案例形成

研究的完整拼图：有些是国家通行政策关注的主体，有

些是特殊政策关注的主体，有些处在政策关注的夹缝

之中，有些则被无视。

根据国际设计政策研讨会论文集所示，设计政策

研究包含“设计与社会”“设计与工业”“设计理论与实

践”“评估”“设计教育”“设计与信息技术”6个议题，作

者来自全球约 20 个国家。以第一卷“设计与社会”涉

及的问题看，有非常切题的“大问题”（集体困境）如文

化、社会、性别：维克多·帕帕奈克（Victor Papanek）的

《文化之物》、克莱夫·迪尔诺特(Clive Dilnot)的《设计

作为一种具有显著社会意义的行为》、希拉·勒夫兰特·

德·布雷特维尔（Sheila Levrant de Bretteville）《女性设

计：在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十字路口》等，其他各卷

则涉及更多具体理论、具体问题。也就是说，属于设计

政策研究的“论题”已经被明确表达，但哪些具有议题

价值，哪些已经成为共性问题，尚未得到进一步辨析。

此外，很少有论题着眼于个人，个人作为设计政策研究

样本的价值似乎从未被正式讨论。米尔斯的理论体系

帮助人们厘清“具体个人”同时具备的具象价值和抽象

价值，个人作为“孤本”可能更直接、更精细地投射普遍

问题。

米尔斯在马克斯·韦伯（Max Webber）的社会学理

⑤米尔斯的思想来源之一是德国社会学家、政治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ber，1864—1920），韦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理念是“将个人的‘行

动’联接到一般所谓社会‘秩序上’”，即将被抽象为“国家”“社团”“制度”“结构”等概念的人类共同行动（社会行动，Soziales Handeln）还原至参

与者个人的行动和个别的行动层次（机构行动）（[德]马克斯·韦伯. 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 顾忠华，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9-12）。

图3 设计政策研究的问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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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体系基础上，积极拓展了通过个人行动诠释社会发

展的思路，对“个人困扰”“公共议题”关系做了严密地

论证：“表述及解决这些（个人）困扰就可能有赖于个人

的生活经历是一个整体，有赖于他切身所处的环境，即

个人经历和在一定程度上意志活动所直接接触的社会

环境”。⑥从米尔斯为这组关系建立的论证逻辑看，从

政策层面研究个体、群体、社会与论题的关系，提取个

体映射的普遍危机，既是社会真实情境，也是对未来社

会形态的预判。米尔斯也对个案研究与微观研究提出

警示，提及“有些人只狭隘地研究小规模的环境，希望

能‘逐步建立’对更大规模结构的理解；另一些则观察

社会结构，试图在其中‘定位’许多更微观的环境。”[12]

在米尔斯的提醒下，本研究虽然立足微观，但也积极观

察微观、中观、宏观三种结构的动态关系，对微观样本

研究的“有效性”与“有限性”进行辨析。

经 济 社 会 学 研 究 者 马 克·格 兰 诺 维 特（Mark

Granovetter）尝试从微观研究推演中观层次“公共”的

联结作用⑦：“一个可以结出累累硕果的人类行动分析，

包括经济行动，要求人们避免隐含的原子化观点，不管

是从‘低度社会化’的极端，还是从‘过度社会化’的极

端角度。事实上，行动者既不会像原子一样孤立在他

们的社会脉络之外做出决定、采取行动，也不会盲目遵

从他们刚好所属的社会文化族群为他们的特殊类型所

写的表演脚本。相反，他们有目的的行动背后的意图

嵌入在社会关系具体且不断发展的系统中。这些关系

网络构成了联结个人行动、社会制度和文化间的中观

层次的关键部分，而如何用中观层次联结微观与宏观

层次现象正是本书主要的兴趣所在。”[13]对设计政策研

究而言，中观层次便是由“关系性嵌入”与“结构性嵌

入”并存状态下的设计机构及其关系、制度与议题，如

前文所言，政策研究与机构研究必须同步，尤其是在设

计促进过程中占据“结构洞”（Structural Hole）的人、群

体、组织及成熟机构，这样抽象的文本才可能与“人”

对接。

个人困惑上升至公共议题，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有关。“现代”“现代化”“现代性”本身就是议题，个人有

条件得到社会关注，个人也有机会改写群体发展的路

线。设计的现代性体现了对日常、琐碎而又充满异质

性的生活文化的关注，也体现了对生活文化的强大塑

造能力，正因为如此，设计的公共价值成为对设计现代

价值的某种制约，“危机”之“机”得以显现。生活文化

的主体（人）是动态发展的，然而，人的生存与生活需求

仍然有其不变的内核：温饱、安全与人之为人的尊严。

任何类型设计政策的制定，都离不开这个基本问题，如

适老化设计、无障碍设计等。宏观、抽象的数据研究提

供问题框架，精细、具体的个案研究则提供问题情境。

由不同的数据与个案汇集而成的问题库，便是人类在

问题史层面的经验积累，有些问题被选择，被放大，被

集体关注，引发社会观念变迁。有的改变是自上而下

的制度安排，有的改变则是自下而上的草根创新。以

“议题的集合”重新梳理设计的历史与理论，会发现初

始需求问题，“传统”与“现代”“原始”与“先进”也就有

了统一的理解语境。对议题产生的争执又会带来决策

问题，并呈现了“问题—应答”从有何到如何、为何的深

层次思辨（见图 4）。[14]如此反复，“议题”便有可能形成

“议程”并使人们在尽可能广的范围达成共识。⑧可以

说，现代性为自由设计服务于自由人提供了土壤，而设

计政策则帮助设计者更好地理解现代性、针对不同设

计目标调和创造力的理性与感性权重，尽可能消弭

“断裂”。⑨[15]

⑥米尔斯将“个人困惑”与“公众议题”并置，研究两者关系：“或许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所作的最有成果的区分是‘环境中的个人困扰’和‘社会

结构中的公众论题’”。

⑦格兰诺维特强调用复杂思维看待经济社会的发展，其另一本著作《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一书提到的“弱连带”（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与复杂思维形成对应关系。

⑧美国政策科学家、政治学家约翰·W·金登在《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一书中，将政策议程界定为“对政府官员及其周围的人们正在认真

关注的问题进行编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丁煌、方兴译，2004第 2版，第 9页。

⑨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开篇即讨论了“现代性的断裂”。

图4 问题域的扩张与应答域的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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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设计政策研究的理论架构

设计科学包含了整个人造物科学系统，以造物逻

辑对人的心理与行为进行干预，进而干预了自然界的

演进法则。而政策科学包含了人类社会运行的规则，

以法律、道德等奖惩制度（态度）对人的心理与行为进

行干预，加深人类对自身行为对象化的理解。从这一

点看，设计政策研究的理论架构于人的创造行为的可

能性与人的发展的规定性之间产生的张力之上。在初

步梳理概念史、问题域的基础上，本研究尝试进一步明

确的是，设计政策研究的核心内容是设计科学与政策

科学研究的聚焦——人类毕生发展的困境。设计政策

是由各国各级政府官方制定的用于推动设计发展的国

际公约、国家政策、地方政策，其内容涉及但不限于经

济政策、教育政策、环境政策等，研究者需要思考政策

评估、政策制定、政策决策与设计的关系，思考在一定

历史时期、一定技术条件、一定生存与生活需求背景

下，设计的文化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得以实现的

物质及服务保障。设计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可以帮助人

类确立规则、发现机遇、扭转困境，也可能更深刻地制

造个人困扰与集体困境。

首先，设计政策研究是问题思考逻辑的重建，政策

研究拓展了设计研究的维度，为设计研究提供更完整

的问题思考逻辑。虽然设计政策更多关注设计本身的

属性，但因设计的跨学科特征、连接作用，使得设计政

策研究能够顺利对接政策科学（Policy Science）研究的

理论与方法，聚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在政

策研究领域的交汇点。政策科学研究亦有跨学科属

性，政策科学研究体系的构建者、政治学家哈罗德·拉

斯韦尔（Harold Lasswell）定义的政策科学[16]、政策科学

家叶海卡·德罗尔（Yehezkel Dror）归纳的政策科学的

特征 [17]等理论成果均指出了政策科学研究的广泛触

角。值得重视的是，政策科学研究同时也不可避免地

带有偏见，正如迈尔斯法则揭示的深刻原理：“位置决

定立场”“每一门学科都形成许多难免偏见的窍门，专

业人士透过这些窍门观察公共政策世界”[18]。研究者

需要辨析科学理论与情境经验的复杂作用机制，既要

掌握公共政策研究的一般理论，又需要理解“基层官

僚”这样的“附近”对象、政策的操作层、联结层。这对

研究者思维体系的重建提出了挑战，但同时也提供了

方向。

其次，设计政策研究是使设计学科走向科学建设

的一种尝试，政策研究确认了设计研究的范式，为设计

研究提供了实证基础与理论模型。一般认为，科学思

维是基础思维，设计思维是一种专业思维，但长期以

来，在以人文学科为基础理论支撑的艺术设计创作及

其研究领域，科学思维（而非科技元素）的重要性未能

得到充分重视。科学思维训练中形成的理论与实践的

互证互补意识、逻辑性与加工处理信息的综合判断能

力，对“大问题”研究的理论框架、论证逻辑产生重要影

响，并有助于研究者从以单一价值观或对立价值观即

一元价值论、二元价值论走向多元价值认知。设计政

策研究的价值立场，是立足于对人的研究，提取多学科

科学思维与方法，构建多维度价值评估体系。具有经

济学、管理学背景的政策研究者将有可能为设计研究

者贡献更多的方法与模型，确认设计研究的范式。如，

中国设计学界熟知的赫伯特·西蒙（Herbert Alexander

Simon）除了定义了“人工科学”，更重要的贡献是提出

“有限理性”⑩分析框架，帮助研究者观察决策者行为，

尤其是个人决策与组织决策在“决策制定”与“决策执

行”层面涉及“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时出现的复杂

思维；又如，近年来在经济学领域兴起的“因果推断革

命”􀃊􀁉􀁓为政策研究带来的综合判断同样应该被设计政策

研究者关注，至少在思想实验层面，可以通过“事实”

“反事实”辨析，获得相对立体的因果关系分析，这一理

论对于政策的制定具有重大意义。

第三，设计政策研究是对中国设计的公共性、现代

性的研究，政策研究指向了设计研究的共同体价值，为

设计研究提供了国际标准。从政策发起者到政策接受

者，同一政策面对的误读、误判时有发生，动机与结果

也时常不匹配，如果遵循满足大多数需求的原则，则很

多实质代表了公共需求的个体经验可能会被忽视，这

是研究面对的实情与难题，但设计政策落实于具体的

物与服务，能够照顾到小样本需求。大量国际设计奖

项从某种意义上为设计的公共价值提供了确证，也从

细微之处提示了设计的作为与可为。100 年前，优良

设计概念提出之后，各国均在积极创建具有国际标准

的优良设计奖项，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奖项颁给了解决

生存与生活问题的设计作品或设计服务，越来越多地

⑩1978年，赫伯特·西蒙因对决策行为的开创性研究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由 3位美国经济学家分享，其中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约书亚·D.安格里斯特（Joshua D.Angrist）和奎多·W.因本斯（Gui-

do W.Imbens）是因为“对因果关系分析的方法论贡献”“For Their Methodological Contributions to the Analysis of Causal Relationships.”获此殊

荣，参见Nobelprize.org：the Sveriges Riksbank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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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显“人类个体”微观生活透射的“全体”需求。中国设

计也正在积极打造国家设计促进机构、国家设计奖，可

以展开的研究工作还有很多。在解读英国、芬兰、日本

等国设计政策成败经验的基础上，本研究必然尝试探

索中国设计政策研究持有的立场：是否存在“中国的”

设计政策研究路径？是否存在“中国的”“现代的”设计

政策研究的普遍价值？“中国的”与“世界的”“未来的”

在何处可以产生连接？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不是对技

术、产业、经济形态的思考，而是对设计的共同体价值

的思考，并拓展原本仅仅从设计学科展开的价值论证

结构。

四、结语

国家设计政策的核心支撑，是具体个人的生存生

活实情与生存生活想象，个人心中的思想实验可能成

为建立生活文化、社会秩序的关键要素。政策研究中

的个人，至少有如下内容需要探讨：人的性质、人的实

践、人的追求、人的评价，其中包含真、善、美；公正、友

爱、幸福；无助、焦虑、愤懑等具体内容。设计政策研究

最终需要思考设计的“入口”与“出口”，建立从“个人”

到“公共”的研究线索，既论证典型个案的普遍价值，也

辨析非典型个案的社会价值，建立研究的基本类型与

维度。研究者将来也许可以在此基础上，不断拓展样

本，形成研究的知识谱系。总之，设计政策的出现绝非

偶然，它实际是在既成熟又充满冲突的设计环境、产业

环境、制度环境、研究环境和教育环境中自然而然孵化

并反作用于环境的，顶层设计与底层设计共生的状态

是中国设计政策研究需要思考的现实问题，作为一种

特殊的设计促进机构，中国高校对设计政策的解读应

更具远见。

参考文献

[1] 斯特纳·约尔丹.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辞典 [K]. 孟钟捷，

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20.

[2] 许平，刘爽.“考克斯评估”：一个反思创意产业战略的

国际信号[J]. 装饰，2008（10）：54-59.

[3] Richard Langdon. Editor's Preface[C]// Design Policy: The

Proceedings of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esign

Policy，Vo1. Design and Society. London：Design Council，

1984.

[4] 杰伊·沙夫里茨，卡伦·莱恩，克里斯托弗·博里克. 公共

政策经典[M]. 彭云望，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5] 陈朝杰. 设计创新驱动国家发展——芬兰设计政策研

究[D]. 广州：广东工业大学，2018．

[6] 刘宁. 面向智能互联时代的中国工业设计发展战略和

路径研究[D]. 南京：南京艺术学院，2021．

[7] 潘鲁生，殷波.2014 年度中国设计政策研究报告[R]. 美

术与设计，2015（3）：45-48.

[8] 马双. 基于政策设计视角的我国设计政策的深度挖掘

与体系重塑[J]. 创意与设计，2021（2）：40-47.

[9] 加布里埃尔·帕特罗西尼奥，西蒙·博尔顿，国家设计政

策领域新问题的比较研究[J].装饰，2020（7）：62-68.

[10] 兰德尔·科林斯，迈克尔·马可夫斯基. 发现社会（第八

版）[M]. 李霞，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382.

[11] 以赛亚·柏林. 自由论[M]. 胡传胜，译. 南京：译林出版

社，2011：25.

[12] 赖特·米尔斯. 社会学的想象力[M]. 陈强，张永强，译.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6-8.

[13] 马克·格兰诺维特. 社会与经济 信任、权力与制度[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14] 曲安京. 故事与问题：学术研究的困境是怎样产生的

[J]. 自然辩证法通讯，2021，43（6）：1-7.

[15]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M]. 田禾，译. 南京：译

林出版社，2011：4-6.

[16] DANILEL L，HAROLD L. The Policy Sciences:Recent

Development in Scope and Method[M]. 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1.

[17] DROR Y. Design for Policy Sciences[M]. New York: Else-

vier Inc., 1971.

[18] 杰伊·沙夫里茨，卡伦·莱恩、克里斯托弗·博里克. 公共

政策经典[M]. 彭云望，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陈作

23


